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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作品入选百年中小学教材之
研究与思考

刘 明 华
(西南大学 文学院、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重庆市400715)

摘 要: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在现代学制的语文课文中出现已经百年。百年间,随着社会环

境和语文环境的变化,二位伟大诗人的诗歌在课文中的呈现各有变化。对不同社会形态百年间入选中小学语

文课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①,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和语言接受度方面研究其选编情况,并

从提升国民国学短板角度,对中小学课文的难易度、入选量和学段方面,对李杜诗入选篇目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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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语文课文中的李杜选文概观

回顾早期语文课堂,诗歌进入课文是随着民国新学制开始的,而在更早的晚清新学“癸卯学制”
中,诗歌与文学教育无缘。1904年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

堂章程》,其中涉及文学教育的仅为“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读经讲经”课程即“《孝经》
《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

之经”,而中学则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中国文学”课程,高等小学“即教以作文之法……
兼使学作日用浅近文字”,中学则“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②。可见当时的文学教

育,一重儒家经典,二重作文,似与诗歌无涉[1]。文学观念和语文观念的局限,导致诗歌不能进入课

堂教学,李白、杜甫虽在此时早已确立其在中国诗坛的崇高地位,但同样被拒之于学堂之外。

现代学制必然与真正的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帝制灭亡,共和制来临,具有真正新学意义的新

学堂随之问世。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全国基础教育使用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这就意味

着新学的开始。由此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大变,语体文教学突破旧时读经与作文之法。《共和国教科

书新国文》1912年初版开始收录诗歌,李白、杜甫诗歌正式进入到中小学中国文学教育课堂。
李白、杜甫诗歌入选课本的最早时间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民国成立之初,各学段课本还只

①

②

本文采集数据为中华民国教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材,共480种,1500余册。由于篇幅限制,不一一详注版本。主要版本可

参见刘明华编著《中华传家读本》文献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本文采集范围进一步有所扩大,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十余版百

余种语文课本之外,“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小学语文卷》《中学语文卷》(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著,人民教育出

版社,2010年出版)对本文亦有重要帮助。

本文所有清末和民国官方教育文献,不单独出注者,均出自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册,武汉: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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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急就章,李杜诗入选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12年,李白诗《东海有勇妇》《望天门山》《早发

白帝城》《游洞庭湖》、杜甫诗《前出塞(磨刀呜咽水)(单于寇我垒)》《后出塞(男儿生世间)(朝进东门

营)》同时出现在小学二年级[2],杜甫《义鹘诗》入选小学三年级[3],李白《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
(从军玉门道)》出现在小学四年级[4]。李白诗入选中学课文,最早的是《玉阶怨》《陪侍郎叔游洞庭

醉后作》《春思》出现在初中一年级[5],《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入选中学二年级[6]。同年,该社

初中一册选入杜诗《后出塞(男儿生世间)》[5],初中二册全选杜甫组诗《秋兴》完整的八首而非某一

首[7]。这样选诗极具个性,虽是属于孤篇性质的选文,也见得民国学生的语文接受度相当之高。

从民国期间语文课文入选的李杜作品总量看,二人的诗文入选均在1930年代进入高峰。以首

次入选时间统计,分别为李白98首、杜甫83首。

民国时期李白作品入选课文按诗题计有84题,其中有组诗8组、22首,按首计共98首。从目

前收集的材料看,在不同教材(以下不一一注明)中最早入选的情况见表1:
表1 民国时期李白作品入选教材篇目表

时 间 作    品

1912年
《东海有勇妇》《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游洞庭湖》《玉阶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作》《春思》

《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从军玉门道)》《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913年 《与韩荆州书》《江上吟》

1914年
《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送从侄耑游庐山序》

《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

1915年 《上安州裴长史书》

1919年 《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1923年
《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春夜洛城闻笛》

《登高丘而望远海》《日出入行》

1924年 《梦游天姥吟留别》

1925年 《夜思》

1926年
《古风(北溟有巨鱼)(齐有倜傥生)(黄河走东溟)》《把酒问月》《赤壁歌送别》

《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

1927年
《采莲曲》《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估客乐》《子夜吴歌·秋歌》《子夜吴歌·冬歌》

《长干行(妾发初覆额)(忆妾深闺里)》《横江词》

1930年 《春日醉起言志》《寄远(本作一行书)》《襄阳歌》《秋下荆门》

1931年 《望庐山瀑布(西登香炉峰)》

1932年
《子夜吴歌·春歌》《子夜吴歌·夏歌》《将进酒》《蜀道难》《行路难三首》《笑行歌》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谢公亭》《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独漉篇》《远别离》《鸣皋歌送岑征君》

1933年
《灞陵行送别》《夜泊牛渚怀古》《敬亭独坐》《王昭君》《于阗采花》《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

《送友人》《登金陵凤凰台》

1934年
《愁阳春赋》《关山月》《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忆秦娥》《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

1935年

《出自蓟北门行》《送别(寻阳五溪水)》《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古风(庄周梦胡蝶)(胡关饶风

沙)》《山中问答》《题东溪公幽居》《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客中行》《短歌行》《悲歌行》《下终南

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上三峡》《听蜀僧濬弹琴》《白云歌送刘十六还山》《渡荆门》

1937年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二》(又名《游洞庭湖》)

1939年 《菩萨蛮》

1946年 《胡无人》《司马将军歌》《猛虎行》《醉后赠从外甥高镇》《峨眉山月歌》



  民国时期杜甫作品入选课文按诗题计52题,其中组诗9组、40首,按首计83首,详见表2:
表2 民国时期杜甫作品入选教材篇目表

时 间 作    品

1912年 《前出塞(磨刀呜咽水)(单于寇我垒)(挽弓当挽强)》《后出塞(男儿生世间)(朝进东门营)》《义鹘诗》

1913年 《秋兴八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919年 《赠卫八处士》

1921年 《石壕吏》

1923年 《渼陂行》《无家别》

1924年 《独步寻花》《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蜀相》

1926年 《缚鸡行》

1927年 《佳人》《兵车行》

1930年

《春望》《梦李白(死别已吞声)》《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羌村三首》《咏怀古迹五首》《喜达行

在所三首》《夜宴左氏庄》《丽人行》《同谷七歌(长镵长镵白木柄)(有弟有弟在远方)(有妹有妹在钟

离)》《述怀》

1931年 《柟树为风雨所拔叹》《垂老别》《新安吏》

1932年 《新婚别》《潼关吏》

1933年

《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梦李白(浮云终日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有客有客字子美)
(四山多风溪水急)(南有龙兮在山湫)(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自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

1934年

《画马赞(韩干画马)》《野老(野老篱江前岸回)》《恨别(洛城一别四千里)》《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漫成一绝》《漫兴绝句(二月已破三月来)(糁径杨花铺白毡)(肠断江春欲尽头)》《少年行(巢燕养雏

浑去尽)》《三绝句(前年渝州杀刺史)》

1935年

《壮游》《绝句(江碧鸟逾白)》《登岳阳楼》《前出塞(送徒既有长)(迢迢万余里)》《后出塞(献凯日继

踵)》《堂成》《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胡马大宛名)》《江汉》《后出

塞(出门日已远)》

1936年 《北征》

1937年 《旅夜书怀》

  由上可知,李杜诗入选课文在1930年代有明显增长,此时期的篇目增加多是在一些有个性的

读物中。也即是说,通过近20年的教学实践及各方反馈的意见、学术界的影响等,李杜诗篇入选基

础教材的范围大体确定。
再看近70年大陆教材历年曾入选的李杜诗(表3):

表3 李杜作品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篇目表

作 者 作    品

李白

(26篇)

*《下江陵》《登金陵凤凰台》《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月下独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明朝驿使发)》*《望庐山瀑布》*《望天门

山》*《静夜思》《秋浦歌(白发三千丈)》*《行路难(金樽清酒)》《客中作》《秋登宣城谢脁北楼》《夜宿

山寺》*《赠汪伦》《古朗月行》《独坐敬亭山》《蜀道难》《将进酒》《峨眉山月歌》《春夜洛城闻笛》《渡荆

门送别》《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杜甫

(24篇)

《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羌村三首》《后出塞(朝进东门营)》*《春夜喜雨》《旅夜书怀》《兵车

行》*《登高》*《客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绝句(两个黄鹂)》《江南逢李龟年》《江畔独步寻花(黄
四娘家)》《水槛遣心》《月夜》《登楼》*《登岳阳楼》*《绝句(迟日江山丽)》*《江畔独步寻花(黄师塔

前江水东)》*《望岳(岱宗夫如何)》*《春望(国破山河在)》*《蜀相》

  注:诗题前加*为最新版课文入选的作品;黑体为人教社首选(民国未选)的作品。不同时期同一课文题目的异文均作保留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百年间在不同教材中入选的李白诗文有103篇、杜诗有90篇。在这样一

个总篇目下,不同时期或学段的学生,在课文中最多接触到十余首李杜诗,这构成了百年间国人对

李杜其人其诗的初步认识。



从学术方面考察,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育学界、中小学教材研究界及出版界,还是

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于百年间李杜作品入选语文教材的研究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入选教材的研

究均是空白,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而对百年间入选现代学制的中小学语文课文的古典作品进

行统计和比较研究,从中小学生语言接受度方面研究历来选编情况,并从提升国民国学素养短板角

度,对中小学课文的难易度、古典作品入选量和学段关联性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对一些重

要作家作品的入选篇目提出建议,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信的当下,是一项

十分紧迫的工作,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二、李杜诗文百年间入选课文背景

这样一个广泛的李杜诗篇目,是在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下进入中小学课文的呢? 这涉及百年间

前后期教材使用的时代特点。
从癸卯学制到民国新学,官方均颁布教学大纲。民国教育部对各学段语文教学的目的、意义及

内容作出了相应规定,还重点对一些教材进行了审定,出现了注有“教育部审定”字样的教材,即部

定教材。教育部也允许地域性教材和自编教材同时出版发行,并由学校选用。如中华书局1935年

版《初中国文教科书》就注明“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课程标准,广东省教育厅颁布教学进度大

纲编定”,可见是为广东省编写的具有地方统编意味的教材,其《实验高中国文》亦具有实验性质。
注明与部颁标准和省教育厅规定的教学进度的关系,说明也具有半官方性质。与之相似,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地方教材由省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同样要根据部颁大纲来编写。
由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录取不是全国统考,故教材指挥棒作用相对弱化。当然,教育部审定的教

材应是多数学校的首选。以《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为例,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
教育部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6月初版,高等小学校学生春季始业用,到1913年12月已重

印99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对民国时期主要教材进行分析,发现主导基础教材的出版社集中在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等几家,原因是教育部审定的语文教科书主要由这几家出版发行。
从李杜诗的入选看,这几家的教材也起着主导作用(数据详后)。

世界书局在民国时期是有影响力的书局之一,但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相比,其出

版物除《高中国文》《初中国文》用的是通行的中学课本名称之外,其他更类同于教辅或个性化特色

鲜明的读本,如《高级国语文读本教学法》《新主义国语读本》《朱氏初中国文》(朱剑芒编),《创造国

文读本》《言文对照国文读本》《杜韩两氏高中国文》(杜天縻、韩楚原编)。世界书局的各种教材共选

李白诗16首、杜甫诗12首。立达书局教材所选杜诗13首、李诗8首,由罗根泽、高远公编,黎锦熙

校订,是典型的名家编教材,重点是为中学生编读本,书名为《初中国文选本》《高中国文选本》,1933
年出版,杜诗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首次入选高中读本,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

都序》入选初中选本。相同的情况还有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相关中学生读物有《初级中学北新文

选》(姜亮夫、赵景深选注)、《高中混合国文》(赵景深编)、《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赵景深编)。
地方性的统编教材还有南京书店出版的《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徐公美等编注,江

苏省立中学国文学科会议联合会校订;中学生书局《高中标准国文》,由江苏省教育厅修订。《高中

当代国文》由柳亚子校订、薛无竞注,是典型的名人挂帅。文艺书局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注明

“依照教育部颁行之二十二年度国文课程新标准编辑”,见出半官方性质。
一些有影响的名校也有自编教材。南开中学自编《初中国文》,北师大附中选订《初中国文读

本》,由文化学社出版。中化书局、福州国光社均有自编课本。震东印书局印行的《国文读本》,由志

成中学国文学科编辑委员会审定。
上述出版机构都在其课文或读本中选入了李杜作品。由于民国时期教材具有现代学制之初的

探索性、多元性,编者个性化特征鲜明,只在某一教材出现一次的李杜作品在入选总量中占有不小

的比例。据现有资料,各出版社在其教材课文中入选李杜诗的数量见表4:



表4 各出版社教材入选李杜作品情况

出版社 李白(首)杜甫(首) 出版社 李白(首)杜甫(首) 出版社 李白(首)杜甫(首)

商务印书馆 47 38 新国民图书社 6 13 震东印书馆 1 4
中华书局 23 18 中化书局 8 10 华北书局 1 3
北新书局 15 25 南开中学 6 10 大光书局 0 3
大华书局 11 20 中学生书局 7 7 师大附中国文丛刊社 0 3
世界书局 16 12 神州国光社 9 5 教育总署自编自刊 2 1
正中书局 10 15 开明书店 1 12 大众书局 0 2
南京书店 7 15 文化学社 6 5 新亚书店 0 2

立达书局 8 13 文艺书局 4 5

教育部编,国定中小

学教 科 书 七 家 联 合

供应处出版供应处

2 0

  在各出版社的李杜诗入选语文课文中,各家首选的意义似更重要。首次选入是需要学术眼光

和胆识的,前无古人难,后有来者易。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体现了选者的水准,从课文的入选和首选

也可以感知编者的学术眼光和对李杜诗的态度,能够了解出版社的立场并评估其学术史价值。在

上举各教材中,各家首选李杜诗的情况见表5(由于篇幅原因,不一一对应作品和相关年级):
表5 各出版社首选李白杜甫作品情况

出版社 杜甫(首) 李白(首) 合计(首) 出版社 杜甫(首) 李白(首) 合计(首)

商务印书馆 19 34 53 大华书局 3 4 7
中华书局 13 11 24 开明书店 6 0 6
中化书局 8 6 14 新国民图书社 4 0 4
北新书局 1 11 12 立达书局 1 3 4
南开中学 8 3 11 中学生书局 0 3 3
正中书局 5 6 11 文艺书局 2 0 2
南京书店 7 4 11 教育总署 0 1 1
神州国光社 2 7 9 国产编译局 0 1 1
世界书局 4 4 8

  注:以上数据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解放前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重庆图书馆收藏民国时期教材、上海辞书出版

社收藏民国时期中华书局中小学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料室、中华书局资料室收藏各时期语文课本数百种。由于篇幅原因,不一一注

明。由于时间久远和战争的原因,百年教材不易收集齐备,相关数据仅供参考。在现有资料中呈现出的李杜作品的相关数据较为可靠

其余书店或出版社,虽选有李杜诗但无首选作品。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遥遥领先,足见在基

础教育阶段承担部颁教材的出版单位对国学传承以及对李杜诗进入课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部颁教材看,杜诗有这些作品:小学有《前出塞(磨刀呜咽水)(挽弓当挽强)(单于寇我垒)》

《后出塞(男儿生世间)(朝进东门营)》《赠卫八处士》《独步寻花》;小学、初中、高中均入选有《石壕

吏》;高中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佳人》《羌村三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白作品,小学无,初中

有《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中有《春夜宴从弟

桃李园序》《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采莲曲》《忆秦娥》《菩萨蛮》。
民国虽有部颁教材,但却不是一统天下。民国教材的多样性与教育体制尤其是升学体制密切

相关,大学招生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而由各校自主命题,这就决定了教材多样性的可能。关于大学

考试命题,所知最特殊的例子是清华大学1932年由陈寅恪先生命题的语文考题,以“孙行者”“少小

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等为上联而要求学生对出下联,还有“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等,此事引

发了一场大讨论,北平《世界日报》连续两周刊载各种意见,天津《大公报》亦跟进讨论[8]。这些“怪
题偏题”,重点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检测其阅读面和灵感、才华等,看似简单或“奇怪”,却可以

考查学生文史基础知识把握程度和思维敏捷度。学生通过课本学习或经老师辅导能学到什么应考

的秘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腹有诗书,博物洽闻,到此自可发挥优势,以不变应万变。而从专家和出

版社角度看,能编出受学校欢迎的教材,则是名利双收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



系中,自编教材只要未进入“部颁”或未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许可,就可能无缘进入各类学校课堂。
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教材一定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编纂团体的成果,“自编教材”只能游离于国民教

育体系之外或成为可有可无的辅导读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学课本长期以人教社统编教材为主。新时期实施高考制度改革,有限扩

大地方高考自主命题,也就允许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部颁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但从古典诗

文及李杜诗选看,部分地方教材的选目基本上是在人教社课文基础上的调整,即减少原有篇目,增
加地方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从李杜诗文的入选看,数量有减无增。这也是本文不再对地方教材进

行统计的原因。

三、入选作品的学段变化与时代思潮和语文认知的关系

由于教材编写的多元化,自然而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同一首作品会被不同编者安排在不

同学段。最有意思的是,一首作品,有的在小学,有的在高中,还有的小学、初中、高中均曾经入选。
同一首杜诗被不同学段选为课文,在民国教材中十分突出,主要原因是教材的多样性,即编者

的不同和出版社的不同。民国时期各学段重复的杜诗可谓五花八门,不同的教材因编者的认识不

同,或高或低,入选不同学段,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是典型的“见仁见智”。所以,无必要讨论

某诗在不同教材、不同学段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相同出版社或同一作者的态度,因为对同一篇目

进行学段调整,反映的是编者的相应思考。以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9]对杜甫

《前出塞》《后出塞》的篇目选择为例,在1913年6月版的小学课文中,有《前出塞》的“磨刀呜咽水”
“挽弓当挽强”“单于寇我垒”和《后出塞》的“朝进东门营”;在同年11月的修订本中,《前出塞》三篇

中撤下了“单于寇我垒”,《后出塞》一篇不变,新增了“男儿生世间”;1913年12月版回到1913年6
月版的原状;1919年5月又调回1913年11月版的前后《出塞》各二首,并增加了《赠卫八处士》;到

1922年,小学课文中的这一杜诗选目仍未变化。这一过程反映出编者在前后《出塞》篇目选择上的

态度,以及在小学阶段选何诗入课文为宜的认识,态度的反反复复见出其探究精神,也反映了教师

和学生的认知态度。
这样的调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材修订中同样存在。以人教社教材为例,某些作品的学段

安排出现了反复调整,反映出编者对诗歌的理解和对学生接受度的判断。以下具体分析杜甫诗入

选课文的几次变动。
杜诗《绝句(两个黄鹂)》1956年入选初中一册,1961年调整到小学五年级(十册),之后一直在

小学四年级《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第七册。
《江畔寻花(黄四娘家)》一首,1982年入选初中一年级(一册),1987年置于初中附录“古代诗

歌”中。在《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中入选第十册,在《义务九年教育六年制小

学教科书语文》(试用修订本)中入选三年级(第五册)。
《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诗歌变化较大。《石壕吏》1952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

1956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1958年入选初中二年级(四册),1963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

1978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1982年入选初中二年级(四册),1987年仍保留在初中,1993年再

降至初中一年级(二册)。一首诗在40年间呈现出高一到初二再到高一再回初二最后到初一的变

化,反映的是编者对作品接受度的判断,明显有时代的影响。如1978年“文革”结束,对于当时的高

中生而言,传统文化的学习在此前基本中断,把此前的初中选文编入,符合当时学生的文化程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早在1952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1956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

1961年调整到初中三年级(五册),1978年仍在初三,1982年再入选高中二年级(三册),1990年变

为高二下(四册),出现了不断“走高”调向高年级的趋势。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人教社课文中调整的学段变化最大,且出入更大。此诗最早是在1956

年入选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六册(第二课),1961年进入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第十课)。1978



年仍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第二十一课),作“七律二首”。1982年回到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

(第三十课),作“诗词曲六首”。1987年仍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但作为附录“古代诗歌”。再后来

进入小学六年级,出现在《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第十二册和《义务九年教育六

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试用修订本)》第十二册。呈现出初中(三)到高中(二)到初中(三)再到小学

(六)的变化,最后确定在小学,见出“下放”的趋势。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编者对这首诗的接

受度的思考,目前最新版已取消。
杜诗同一作品在小学和初中先后出现的有《绝句(两个黄鹂)》《江畔独步(黄四娘家)》。在初中

和高中之间变动的有《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旅夜书怀》《后出塞(朝进东门

营)》。只在初中或高中出现的杜甫诗有:初中《江南逢李龟年》《水槛遣心》《月夜》《登楼》,高中《羌
村三首》《兵车行》《登高》《客至》《登岳阳楼》。

相对而言,李白诗在学段上有较为明显的少龄化特点,各学段变化情况较杜诗为少,这既反映

在民国时期的教材中,也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材中。民国期间入选各学段的李白诗90余

首,被各学段重复入选的有30余首,有60首是单独被各学段选入。
只入选小学的篇目有《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东海有勇妇》。
只入选初中的篇目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春夜洛城闻笛》《古风(北溟有巨鱼)》《与

韩荆州书》《登高丘而望远海》《赤壁歌送别》《望庐山瀑布(西登香炉峰)》《峨眉山月歌》《远别离》《鸣
皋歌送岑征君》《关山月》《题东溪公幽居》《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昭君》《于阗采花》《溧
阳濑水贞义女碑铭》《玉阶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作(刬却君山好)》《江上吟》《早春于江夏送蔡十

还家云梦序》《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出自蓟北门行》。
只入选高中的篇目有《古风(庄周梦胡蝶)(胡关饶风沙)》《送友人》《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独

漉篇》《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客自长安来)》《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大道如青天)(有耳莫洗颍川

水)》《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敬亭独坐(众鸟高飞尽)》《忆秦娥》《采莲曲(若耶

溪旁采莲女)》《愁阳春赋(东风归来,见碧草而知春)》《送别(寻阳五溪水)》《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

首》《胡无人》《司马将军歌》《猛虎行》《醉后赠从外甥高镇》《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白云歌送刘十六还山(秦山楚山皆白云)》《渡荆门(渡远荆门外)》《春日醉起言志

(处世若大梦)》《寄远(本作一行书)》《菩萨蛮》《登金陵凤凰台》《短歌行(白日何短短)》《悲歌行(悲
来乎)》《估客乐(海客乘天风)》《长干行(妾发初覆额)(忆妾深闺里)》《笑行歌》《答湖州迦叶司马问

白是何人》《客中行》《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灞陵行

送别》。
被各学段重复入选的有30余首,其中的分布颇有意味:该时期没有一首李白诗在小学和初中

阶段均入选的现象。这本来就是学段中较难区分的一个时间段,比如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其
程度的差别有多大,是很难区别的。但小学、初中、高中选入同一作品的倒有二首,即《静夜思(床前

明月光)》《早发白帝城》(又名《下江陵》)。甚至还有只在小学和高中教材选入的,如《望天门山》《从
军行(从军玉门道)》和《游洞庭湖》(又名《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游洞庭

湖》组诗题目有异,入选的情况也很奇特,《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之“洞庭西望

楚江分”一首入选高中,而《游洞庭湖》之“南湖秋水夜无烟”则入选小学。这几首诗有如此大的学段

跨越,反映的是艺术特点在学者眼中的不同层次。也有对初小语文教学语言文字的把控问题,如
《游洞庭湖》对小学生来说似乎稍深,而高中阶段对李白诗也有更多的选择。更有意思的是,此诗在

小学和高中阶段的入选均具有试水的意义,因为其他版本小学和中学均未再次选入。
初中和高中阶段被同时选入不同版本课文的李白诗,表现的是李白诗在接受程度上学段的差

别不大。下面这些作品就是证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将进

酒》《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赠汪伦》《子夜吴歌·春歌》《子夜吴歌·夏

歌》《子夜吴歌·秋歌》《子夜吴歌·冬歌》《蜀道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



《山中问答》《古风(齐有倜傥生)》《古风(黄河走东溟)》《襄阳歌(落日欲没岘山西)》《日出入行》《送
从侄耑游庐山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谢公亭(谢公离别处)》《横江词(人道横江

好)》《夜泊牛渚怀古》《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春思(燕草碧如丝)》
《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些作品构成了李白诗歌在基础教育阶段较为重要的篇章。

从入选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考察,亦能感知语文课文的确定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在杜诗

入选的内容上表现十分鲜明。民国年间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这样的局势对学者和民众的影响都是

明显的,就教材而言,对“非战”的呼唤在课文中有明显的表现。第一次将杜诗选为语文课文的中小

学教材是1912年1月出版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所选的《出塞》即为著名的“非战”诗。据

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入选中小学课文及读本最多的杜诗为《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

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塞》等,其中《石壕吏》《兵车行》《出塞》是典型的“非战”诗,而《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表达的是战争胜利结束的狂喜,仍有明显的“非战”意味。“三吏三别”中的《新安吏》《潼
关吏》《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等也有较高入选率,加之《羌村》《春望》《同谷七歌》《哀江头》《喜
达行在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大量杜甫的“非战”诗入选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与读

本,足见杜诗在民国时期的关注度所在,这显然与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人教社课文70年来在杜诗选择上的最大变化,就是非战诗的减少和人民性的突显。以“三吏

三别”这两组最著名的“非战”诗为例,在社会稳定的1949年以后,除《石壕吏》外,其余五首诗几乎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完全消失。其他一些之前入选频率本来就不高的“非战”诗,诸如《同谷七歌》
《哀江头》《喜达行在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自然不再进入中小学课文。在大学中文系教

材中,这些作品基本保留,见出其影响的深入和持续。虽然这并不表示当代中国人不再需要杜甫的

“非战”诗,也不表示当代中国中小学教育对杜甫“非战”诗的漠视,但通过杜甫“非战”诗在中小学课

文中的变化,能够看到不同社会背景下政府、学者和民众通过教育所传达的意愿和诉求。杜甫“非
战”诗的入选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还可以从中小学教材对其他课文的选择中得到印证。除了杜甫

的“非战”诗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教材课文与读本选文都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侯将军奋

勇剿倭寇》、苏轼《教战守策》、黄遵宪《军中歌》《旋军歌》、孙文《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张骞《致日本外

务大臣诘问宇治军舰阑入书》、章炳麟《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刘复《反日底忍与做》,甚至有梁启超

《欧洲战役史论自序》。这些课文在无外敌入侵的1949年后的人教社教材中都没有再出现过,可见

当时所选杜甫“非战”诗或《木兰诗》《从军行》之类战争题材作品,看重的不仅仅是诗歌的艺术价值,
更反映出强烈的社会需求和特定的时代审美风尚。

从文体特征和语文教学的认知发展看,清末民初语文界对语文教学和课文的文化价值和文学

传承功能的认知还在探索时期,民国建立之初学人对基础教育的建构也处在探索期,在这个较长的

现代转型期,语文课文要从古代走入现代,必然有早期的模糊性。清末民初编写的课文,作者多是

前清文人,明显还有桐城古文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姚鼐《登泰山记》方能在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文中

和其他经典散文作品相比雄踞榜首[10]。随着白话运动兴起,民国的课文选择有了很大变化,像《义
鹘诗》这类较为古拗的作品,就自然退出小学生视野了,即使在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中,这首诗也基本

上不再入选。

四、经典传承:学术与教育的共同目标

因为基础教育时间限制和课文篇幅的原因,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如何将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

品呈现给学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我们也深知,即使是全国统编教材,最终还是由一

批学者来完成的,所以,担任总编或主编的专家,其个人的专业学识和审美趣尚在时代思潮的影响

下,总会对作品的选择作出个性化的选择。因此,不定期改版的教材,即便主编不变,其选文也总会

有相应差异,遑论不同主编。同时,要求世世代代的学生读同一种教材和固定篇目也是不太现实

的。这就决定了教材的选文不可能像一些优秀的诗文选本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一样,一旦



问世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在课文之外尽可能有一定数量的推荐篇目或阅读篇

目。这样,一个好学的学生,只要精力足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基本能将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史

篇章了然于心,应该说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个篇目与考试无关,但与国民素养有关。
不同时期的课文,既有不同时期学术的影响,体现当代学者和读者对古代经典的发现,也受该

时期编者个人学术视野和兴趣爱好的制约。而某一作品入选课文,意味着进入成为“经典”的过程。
但最后是否为社会所接受,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证明。如前所述,最早进入课文的李杜诗,有相当多

的篇目是“从一而终”的,某次入选,以后再无,无论是编者自己还是其他编者或出版社后来都已放

弃。放弃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一首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入选教材,成为课文,则一定含有

某一时期被认可的因素,是其艺术性和思想性被该时期的社会思潮、审美风尚认可的表现。而一首

作品能在不同时期被认可、被解读,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显示其内涵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和超

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继而形成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恒定价值,最终成为文化共识,就可能成为代

表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经典。语文课文和重要选本对一首经典的形成是具有这样的作用的。
作为提升国民素养作用最大的语文课文,其选文的确定可谓意义重大,编者能不慎乎! 而有心

的学者更应该贡献智慧,为提升国民素养而建言献策。本文之所以关注李白、杜甫诗文入选与国民

认知的关系,是因为涉及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中小学生对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有无可能通过对

其最具代表性作品的学习,由此对其文化精神、艺术贡献有相当的了解? 答案是明确的:能,应该,
必须。而在国民基础教育中,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精华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该如何呈现? 如何让国

民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有基础性的认识?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语文教科书的内

容如何关注与采信文史研究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客观地讲,彼此的关系还未达到理想状态。这不

是谁的责任问题,而是学术界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宣传不够,基础教育界对当下的学术进展关注也不

够,二者的互动似乎不够积极。对此,我曾有过思考:“一个学者从事学术工作,一定有多种动力推

动,有生存需求的考量,有兴趣爱好的寄托,有文化托命的志向,也有立言不朽的追求,或综合产生

激励作用。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即学术研究的观点和结论,理想状态应是让成果成为常识,我认

为这甚至可能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对于经典作品研究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我认为“是对课程和

入选作品的确定。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宜有相关研究,确定能够建构国人国学素养乃至精神谱系

的课程和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其学习时间和入选课文,可以确定足以补齐国学短板”[11]。
本文的初衷,正是以具体问题来推进这一工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典作家灿若星辰,优秀作品琳琅满目。要对几千年来的优秀作家进行代

表性作品的选择,看似不易,其实也不是太难,因为很多作家的代表作显示度很高。国人耳熟能详

的,如屈原《离骚》、陶渊明《桃花源记》、郦道元《三峡》、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贺知章《回
乡偶书》、王之涣《登鹳雀楼》、孟浩然《春晓》、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崔
颢《黄鹤楼》、张继《枫桥夜泊》、王安石《泊船瓜洲》、文天祥《过零丁洋》、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周
敦颐《爱莲说》、姚鼐《登泰山记》……,这些作家的这些作品,有相当高的显示度。一个原因是在历

代的作品选或课文中是常见篇目。再则,和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大家相比,他们具有显示度的

作品相对要少一些。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作品多,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成就突出,代表作也很难仅

仅列出几首便可以较为完整体现。所以,在百年之间,其作品的入选会出现前面所呈现的“见仁见

智”现象。而我以为,这正是李杜二人的魅力所在。虽不能用绝对的数量来确定究竟该选多少进入

课文,但尽可能将其能够代表其个性、思想、艺术特征的作品呈现给学生,在完成对二人基本了解的

基础上,构成对李杜乃至唐诗的印象,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学术成果影响大众教育的尝试。
从百年课文中李杜诗的入选史看,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范围,百年间的入选率,可以作为参

考。结合人教社选文亦可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前所述,在七十年间的十余次改版中,人教社

新增(首选)了杜甫诗7首、李白诗5首,其余作品与民国选文相同。换言之,人教社的课文中,李
白、杜甫诗的多数篇目在百年间都或多或少地进入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课本。再以人



教社自身的选文进行对比,或许还能说明一些问题。最新公布的中小学生需要背诵的作品,李白诗

有9篇、杜甫诗7篇(另有4首课外阅读),从总量看,在古代作家中作品入选中小学阶段的课文是

最多的两位。民国时期李杜作品入选课文虽在百篇左右,但因教材的多样性,民国期间完成基础教

育阶段的学习,在课文中接触到的李杜作品也分别只在十篇左右。如从当时的部定教材看,总量甚

至少于人教社的篇目。现在要讨论的是新版课文中李杜作品篇目的代表性问题,即对李杜的总体

把握是否完整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依靠基础教育的内容来完成对两位伟大作家的认识,但考虑

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国学素养就是来自中小学课文的,那么通过不太多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双子

星座”的形象表现得尽可能完整,也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代课文或诗文选本,会体现出一个特定时期编者或出版者的审美尺度和价值观。在历史长

河中,总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内容被认可、被传扬,一些内容被边缘化甚至被否定。二者又不是绝

对的,一些作品会随着时代思潮和审美意识的变化或沉入底层或浮出水面。但对一个伟大作家来

讲,一定是有一些作品会永远被认可的,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审美意识和阅读趣味如何变化,因为人

类的基本价值总是有一个不能偏离的主线,那就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核心理念。这些内容在一个

伟大作家笔下总会有不同的呈现,几百年几千年的积淀,又一定会形成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共

识,从而汇聚成核心价值。对李杜诗在百年间课文中的入选的研究,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答案

也是明显的,这是可以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认知范围,基本汇聚了一个作家最适合基础教育阶段的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了解这些作品,则是传承优秀文化的最佳途径。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共识,因而,确定最具代表性的

作品入选基础教育的课文,是文化传承的重中之重,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同责任。在今天,结合

目前人教社的选文,在有限的篇幅内,李杜作品的呈现还有无可以讨论的余地呢? 答案是明确的。
针对新版课文,在现有课文所选李白杜甫作品的基础上,还可关注以下问题:一是篇目的适当增加,
使之能够基本反映两位伟大诗人的风貌。这是奠定国民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了解的最重要的途

径。如果课文篇幅有限,也可在选修或阅读篇目中加以体现。二是对李杜作品核心价值的判断及

相关作品的选择。如李白的反抗权贵、自由精神、浪漫情怀、瑰丽想象、夸张排比的艺术表达,杜甫

的悲天悯人情怀、民胞物与精神、深厚的人道主义、精深博大的艺术成就和杜诗的叙事性特点,都应

该有适当的内容。具体而言,结合人教社的70年选文,参考百年间选文情况,还有这些未进入课文

的李杜作品是值得关注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蜀道难》《将进酒》《峨眉山月歌》;
杜甫《石壕吏》《羌村三首》《兵车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

(在调研查阅百年教材的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四川大学李怡教授、华东师大崔树

强教授、中华书局祝安顺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刘小明先生及华东师大李承宗博士和西南大学研究

生李文静、熊近宏、谭尧尧、张娇娇的帮助和支持,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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